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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简介（加粗宋体小四）

针对当前政治转型以来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倾向的变化，岛内泛绿媒体与“台独”势力总是积极通过操作各种民调结果或曲意解读民调数据来宣扬台湾民众“国家认同观”的转变，恶意渲染台湾人的“政治主体意识”，提出“台湾人认同已成主流民意”“我们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之类的片面扭曲观点，企图借此以达到其抵制统一、煽动“台独”意识的根本目的。然而，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真是如此吗？政治转型以来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变迁真的逐渐“趋台”吗？若真是如此，那长期以来两岸人民之间的密切往来尤其是进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阶段后两岸之间日益亲密的交往便难以得到解释说明，鉴于此，便很有必要对于泛滥台湾的偏狭民调进行进一步解构，厘清分析政治转型以来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暨国家认同意识）的实质变化，而认清转型以来台湾民众体系认同的变化也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遇到的一些障碍与难题，进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深化向前发展，为未来实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小四）

二、调研过程
   
本课题研究采用思辨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力图综合运用多种方法以达成研究的深入和水平的提升。具体将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法、访谈法、参与观察法等。
①　文献分析法。首先，全面系统地检索查阅政治转型以来台湾民众认同问题相关专著论文，然后积极收集两岸相关媒体网站、报刊杂志、政治公报上关于台湾民众认同的民意调查资料，最后对文献资料进行初步的比较对照、分析与综合。
②　参与观察法。通过到台湾各地进行实地走访，积极融入台湾民众的普通生活，通过仔细观察，深入了解台湾民众对于政治共同体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以及政治态度。通过参与活动，研究者能获得一个特定社会情景中一员的感受，因而能更全面深刻地理解台湾民众认同的变迁。
④　访谈法。包括非正式访谈与半结构型访谈，通过对一些研究相关的代表性人物进行询问交谈，收集可能对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变迁产生关键影响的更为精确具体的资料信息。非正式访谈主要是在与台湾民众进行交往的日常过程中，关于认同相关的主题向对方提出一些特定的问题，提问和回答虽然围绕认同相关问题展开，但均由各自自由发挥，有利于研究的发散与拓展。半结构型访谈不像结构型访谈完全按照定向的标准程序进行，但也提前设计关于认同相关问题的访谈提纲表，包括提问顺序、提问方法等，并提前确定访谈场所（一般是咖啡厅）和访谈对象（主要是青年学生），访谈过程中基本按照访谈表的计划展开，但同时允许一定程度的自由发挥。    
本项目研究工作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执行：
第一阶段：2015年8月—2015年12月
通过院校图书馆、媒体网站、报刊杂志等多种途径进行台湾民众认同问题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然后认真对资料进行研读，并展开进一步的整理分析，对于政治转型以来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变迁问题进行初步的研究探讨，同时做好较为完善的文献综述，并设计相关问题的访谈提纲与调查问卷，完成调研计划提纲，充分做好赴台调研的前期研究准备工作。
第二阶段：2016年1月9日—2016年1月20日
2016年1月9日，乘坐小三通从厦门经金门到达台中。9日至20日期间，根据行程表时间安排，赴台中中兴大学、东海大学、静宜大学、大甲、雾峰、鹿港等地进行实地田野调查以及资料收集工作。首先，通过座谈形式，努力接触拜访相关专家学者，学习了解他们对于台湾民众体系认同问题的观点与看法。第二，通过随机访谈以及参与观察的方式，积极参与到普通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深入了解普通台湾民众关于认同问题的切实感知，也有利于拓展和深化认同问题的相关研究内容，比如通过在台中大甲、鹿港等台妈祖文化区的参与观察，对于宗教文化与台湾民众认同的关系就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在访谈观察过程中认真做好各种记录材料，并对材料进行初步的归类整理分析。其次，结合与相关老师交流所得以及自身参与观察所感，认真设计访谈提纲，然后对相关青年学生进行一对一的面对面访谈，主要就台湾青年学生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以及宪政认知等问题与之进行深入的交流，从而更好地厘清了相关研究问题，获取了研究问题的第一手资料。访谈后认真整理访谈记录，并结合前期搜集材料进行综合分析。最后，充分利用中兴大学、东海大学、静宜大学等校图书馆及华艺等电子数据库进行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进一步提升资料的完备度，以便更好地为研究主题提供论证材料。
第三阶段：2016年1月21日—2016年2月4日
2016年1月21日，乘坐台湾高铁从台中到达台北。1月21日至2月4日期间，根据行程表时间安排，深入台北“国家”图书馆、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国立”编译馆、“国家”教育研究院等地进行实地田野调查工作以及文献资料的收集。首先，积极拜访大学相关专家学者或政府相关实务人员，向他们请教咨询研究课题相关的一些问题，认真听取学习他们对于研究课题的宝贵意见与看法。其次通过随机访谈、座谈以及参与观察的方式，竭力融入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深入了解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各类人关于认同问题的认知，体会他们对于认同问题的真实想法。第三，结合与相关老师交流所得以及自身参与观察所感，设计有针对性的访谈提纲，然后对一些青年进行一对一的面对面访谈，主要考察台湾青年群体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以及宪政认知等情况，不仅进一步厘清了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变迁的相关问题，而且得到很多珍贵的一手资料。访谈完认真整理访谈记录，并结合前期访谈观察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并就相关重要问题撰写论文展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第四，积极前往“国立”编译馆、“国家”教育研究院等机构的档案室，查找有关台湾民众认同变迁的相关档案材料，尤其关注1949年以来台湾的历史、文化教材，试图探讨教科书内容变化与台湾民众认同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最后，充分利用台北“国家”图书馆、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国立”编译馆等机构的图书馆及华艺等电子数据库进行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进一步提升资料的完备度，以便更好地为研究主题提供论证材料。
第四阶段：2016年2月4日至今
根据赴台实地调查以及文献分析的成果，挑选研究课题具有创新性与前瞻性究问题，在导师的指导下设计论文的结构提纲，逐步开展论文的写作，完成后拟选择合适的优秀期刊发表两至三篇学术论文，同时仔细整理归纳调研材料，认真撰写调研报告。

三、调研成果
    （一）研究发现
整体来看，通过赴台实地调研以及文献资料的大量分析，本研究认为，1986年政治转型以来，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取向转变在于原有的体系认同取向暨“中国认同”呈一定淡化趋势，而作为乡土认同的“台湾认同”却在不断强化，其中一部分台湾民众的“台湾认同”甚至发生异化，上升成为“国家认同”。然而，整体来看，大多数自诩为“台湾人”的台湾民众仍然保留有对“中国”的认同，不把“台湾认同”看做为一种国家认同，只是在政治社会化的影响作用下，其“中国认同”逐渐趋于迷茫与淡化，因而他们转而寻求乡土认同的“台湾认同”的归属感与精神依赖。具体而言，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变迁作为政治文化变迁的主要内容既受到台湾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又离不开政治环境变迁的作用。另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政治社会化的连续性问题，李扁时期近20年“去中国化”的连续性作用是引起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变迁尤其是国家认同意识异化转变的关键因素。
（1）转型以来社会经济环境变迁对台湾民众体系认同的影响
在政治转型之前的近40年时间中，台湾社会一直处于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统治下，社会化的工具和途径完全被“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所垄断控制，在国民党当局高压控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由于国民党当局对“中国意识”的不断强化，民众对于“中国”的国家认同倾向虽然带有一定麻木性，但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实际上，在“白色恐怖”的中后期阶段台湾的社会经济环境已经逐渐发生变化，但其真正发挥有效的政治社会化影响力还是从政治转型前后开始，一直持续至今。20世纪6、70年代，在政府主导型经济战略的大力推行下，台湾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经济的繁荣极大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发展。首先，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的现代化，现代化带来了公民“现代人”意识的广泛觉醒即态度的世俗化，尤其是政治态度的世俗走向。其次，台湾的经济繁荣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与开放，包括基础教育的普及与开放以及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最后，经济发展还促进了台湾传媒技术的进步。传媒技术的进步带来大众传媒工具的多样化和即时化，尤其是互联网络的快速发展，使得普通公民不仅能更容易获取到政治信息，而且还能更方便地进行政治参与。总之，台湾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经济环境变迁的重要影响在于它激发了公民参与政治的强烈意愿，推动了政治转型以来当局的自由开放政策，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通过组织或非组织的方式如成立政党、游行示威、投票选举等参与到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而在台湾民众不断参与政治的过程中，随着其政治知识与政治能力的不断提升增强，逐渐意识到原有政治认知与实际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此时在一系列省籍族群意识、“独化”意识灌输煽动的影响作用下，越来越多的人对于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暨“中国认同”亦慢慢开始产生迷茫、淡化。
（2）研究转型以来政治环境变迁对台湾民众体系认同的影响
 20世纪7、80年代，在岛内外一系列复杂因素的联合影响作用下，“戒严”体制下的台湾政治社会环境逐渐开始发生变迁，各种民主社会运动风起云涌。1986年，在内外交迫的压力下台湾政治领导层开启了一场关键的政治改革运动，被称作“政治革新”。“政治革新”促发了台湾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推动了台湾政治从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向多党竞争的民主体制的转变，也推动了台湾原有政权体制的更新和完善。同时，“政治革新”还带来了台湾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而政治环境的变化又直接对政治社会化产生作用，进而引起政治文化的变迁，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取向的变迁。具体而言，“政治革新”带来的台湾政治环境的变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解除“戒严”、解除“报禁”以及解除“党禁”。“政治革新”之后，社会运动的高涨、媒体的自由开放以及政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台湾民主化运动的进步发展，而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对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倾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转型之后，省籍族群之间的权力斗争也是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发生变化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
（3）研究政治社会化的连续性对于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变迁的关键作用
政治社会化中的连续性意指一直不断灌输前后连贯或相同的信息。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而不管是态度的形成还是维持，关键都需要态度的不断再现，而连续性是促成态度再现极其重要的因素。1986年“政治革新”后，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在野政治势力、以李登辉为首的国民党本省籍官僚集团开始逐渐掌握政治资源，进入政治权力上层。1988年李登辉继任“总统”后，为了巩固其权力基础来源即“本土化”、“台湾化”的社会力量，开始利用政府工具来不断推行“本土化”政策，持续性地推动“台湾意识”的社会化，以此来对抗国民党外省籍精英的“中国意识”。2000年，供奉“台独”党纲的民进党上台后，更是不遗余力地宣扬“台湾意识”，积极推动台湾社会的“去中国化”。从根本上来说，台湾的“本土化”反映的是台湾本省人长期以来因文化压力或经济、政治压迫而正常反抗抗议的一种正常表现，“本土化”政策关注台湾多数群体的政治、经济利益，注重台湾文化的发扬和乡土情感的培养，都属台湾社会的正常要求。但在李登辉分离主义势力的刻意引导下，加之民进党等“台独”势力的煽动，“本土化”一步步升级为“去中国化”，“中国意识”和“台湾意识”逐渐走向对立面。政治转型之后，一直到2008年之前，台湾当局的“本土化”或者说“去中国化”表现出一种显著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促成了“台湾意识”甚至“台独意识”在台湾社会的不断喧嚣。具体而言，“去中国化”的连续性主要体现在政治上的7次“修宪”以及教育上“课改”上，亦可以从这两方面来进行分析。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在李登辉以及民进党执政的近20年间，“去中国化”的连续性对于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一些台湾人还出现了“弃中就台”的“国家认同变迁”，但其实“弃中就台”的“认同异化”现象绝非普遍，政治转型以来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变迁问题更多的是体现在“认同迷失”上。因为与连续性相对，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也有非连续性的问题，政治转型之后，在“去中国化”过程不断推动的同时，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中国化”教育亦同时在进行，所以大多数台湾民众不仅受到“去中国化”连续性的影响，也受到“中国化”持续性的教育。如果一个人在一定时期接收的关于政治认同的信息是零散的、多样化的，那他的政治认知就可能会走向不确定，进而走向迷茫。这也是造成政治转型以来部分台湾民众“中国认同”迷茫的重要因素。
（二）成果形式
目前已依托研究项目发表两篇学术论文，并完成一篇总结报告，同时另一篇项目相关论文正在利用调研资料积极写作中。
1　 黄继朝.政治转型以来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变迁问题—基于政治社会化视角的分析.重庆社会主义学报，2016年1月第1期.
2　 黄继朝.浅析台湾之检察制度—以王金平关说案为线索.广州社会主义学报，2016年1月第1期.




